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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是夫妻双方的结合。和谐的婚姻家庭生活，事关民生幸福与社会稳
定。1949 年以来中国制定了有关婚姻家庭的四部法律规定：1950 年第一部《婚姻法》、1980
年《婚姻法》、2001 年《婚姻法》修正案、2021 年开始实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 
结婚率和离婚率：我国结婚率从 2000 年的 6.7‰上升到 2013 年的 9.9‰，随后逐年下降，
2020 年结婚率下降到 5.8‰；离婚率从 2000 年的 0.96‰上升到 2020 年的 3.1‰。 
结婚人数：我国初婚人数在 2013 年达到 2385.96 万人的峰值后持续下降，2020 年下降到
1228.6 万人，比 2013 年下降 48.5%。2013 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为 1346.93 万对，2021 年
结婚登记对数下降到 763.6 万对，连续八年下降。另外，初婚年龄大幅推迟。2021 年安徽省
初婚平均年龄分别为男 31.89 岁，女 30.73 岁。 
结婚人数下降的原因：一是年轻人数量下降，二是适婚人口男多女少，三是养育成本高，四
是结婚成本高，五是社会竞争激烈、就业压力大，六是年轻一代的婚姻观念已经发生改变。 
已婚比例和未婚比例：从 2009 年到 2013 年，20-39 岁女性人口中，已婚比例从 77.93%下
降到 67.06%，到 2019 年，又上升到 72.72%。2019 年，中国 30-34 岁男性未婚比例为 18.16%，
女性未婚比例为 8.7%，低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 
未婚同居率：中国的未婚同居率不断上升。根据 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出生队列
为 1980-1984 年男性的未婚同居率为 30.33%，女性为 26.79%；出生队列为 1985-1989 年男
性的未婚同居率为 37.99%，女性为 33.13%。 
性别比：近几十年中国的出生性别比，随着生育政策的收紧而逐渐升高，然后又随着生育政
策的放宽而逐渐下降。2020 年全国总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 3490 万人，其中，20—40 岁
适婚年龄男性比女性多 1752 万人。 
家庭规模：建国以来我国家庭规模的总趋势是不断缩小，1953 年家庭规模平均为 4.30 人，
1964 年为 4.29 人，1982 年为 4.41 人，1990 年为 3.96 人，2000 年为 3.44 人，2010 年为
3.10 人，2020 年只有 2.62 人。在家庭规模小型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单亲家庭、单身
家庭、独生子女家庭和独居老人家庭。 
本报告提出如下建议：增加大城市住宅土地供应，给予有孩家庭购房补贴；降低生育、养育、
教育成本；建立男女平等、生育友好的社会支持系统；放宽收养和送养条件；法定婚龄降到
18 岁；保障单身女性生育权；启动中国《同居法》的立法可行性研究。 



超低生育率以及年轻人口的迅速萎缩，已成为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要提升生育率，政
府部门需出台相关政策措施鼓励年轻人结婚生育，积极出台相关政策降低年轻人的结婚生育
成本。此外，社会各方也需要引导年轻人树立积极的婚恋观，共同关心适婚人群的婚姻问题，
积极创造有利条件，帮助更多的单身青年走进婚姻、建立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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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49 年以来中国有关婚姻的法律规定 
1.1  1950 年《婚姻法》 
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于 1950 年 4 月 13 日由中央政府通过，自 5 月 1 日起公布施行。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正式法律，颁布时间比 1954 年宪法还要早 4 年。这部《婚
姻法》颠覆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废除了包办买卖婚姻、纳妾等旧婚姻制度，
其确立的“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四大基本原则也一直沿
用至今，成为中国婚姻家庭立法的基本旋律。此外，1950 年婚姻法还规定“夫妻有各用自己
姓名的权利”，并规定婚后实行夫妻共同财产制。 
这部《婚姻法》第一条规定“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
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这一条款确立的新中国婚姻家庭制度的基本特征是男女
权利平等。它还在第三章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中指出:“夫妻为共同生活的伴侣，在家庭中地
位平等”(第 7 条)。第二条规定“禁止重婚、纳妾。”这条规定在中国数千年文明史上首次明文
禁止纳妾。 
第十七条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经区人民政
府和司法机关调解无效时，亦准予离婚。” 这一离婚条款，贯彻了当时在世界上比较先进的
“破裂主义”离婚原则，坚持了离婚自由的原则。不过，1950 年的《婚姻法》从某种程度上也
为离婚设置了一些限制，即需先经调解。《婚姻法》所规定的比较自由的离婚条款，帮助当
时不计其数的深受包办买卖婚姻、重婚、纳妾、虐待、遗弃之害的当事人挣脱了不幸婚姻的
枷锁。 
 
1.2  1980 年《婚姻法》 
1980 年 9 月 10 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新的《婚姻法》，自 1981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 
与 1950 年《婚姻法》相比较，1980 年《婚姻法》有以下几点重要修改： 
第一，1980 年《婚姻法》对离婚的法定理由做了一个实体性的规定。1950 年《婚姻法》对
离婚只有一个程序性的规定：如果夫妻一方要求离婚，可以由区人民政府调解，如果调解无
效，可以起诉到基层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决。 
1980 年《婚姻法》增加了一个实体性规定：“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新
《婚姻法》通过后，迎来了一阵新的“离婚潮”。从 1978 年到 1982 年，全国离婚人数从一年
28.5 万对增长到 42.8 万对。 
第二，1950 年《婚姻法》规定，三代以内的直系血亲禁止结婚，但对旁系血亲结婚未加限
制。1980 年《婚姻法》增加了禁止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结婚的规定。 
第三，1980 年《婚姻法》将“实行计划生育”写入法律，提高了法定婚龄。1950 年《婚姻法》



规定法定婚龄为男 20 岁，女 18 岁。1980 年《婚姻法》把法定婚龄提高到男 22 岁，女 20
岁。 
 
1.3  2001 年《婚姻法》修正案 
2001 年 4 月 28 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21 次会议通过对《婚姻法》的修订，从通过即日
起施行。 
上世纪 90 年代初，婚外情甚至“包二奶”渐渐成为公开话题。随着一些沿海地区先富起来，
婚外情有了“经济”基础，婚外包养情人的现象开始从隐蔽走向公开，引发了一些恶性事件和
家庭经济纠纷。广东省在进一步调查的基础上，就“包二奶”、养情妇等问题向中央写出报告，
希望引起重视。这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 2001 年《婚姻法》修正案出台。 
修改后的《婚姻法》将“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写进总则。针对“包二奶”现象，添加
了“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条款。还规定了“禁止家庭暴力”，对实施家庭暴力构成犯罪作
出明确规定，这在我国的婚姻法中尚属首次。《婚姻法》修改后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为妇
女、儿童和老人等弱势群体设计了更多保障性规定。例如，在保障离婚自由的同时，增加了
离婚救济制度；要求最大限度地保护未成年子女利益；规定子女不得干涉父母的再婚自由等。 
2001 年《婚姻法》修正案，还增设了关于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规定。在夫妻财产制方
面，一是改进了原有的法定夫妻财产制，分别列举了法定夫妻财产制中双方共有财产和一方
个人财产的种类和范围。二是规范了夫妻财产约定，包括约定的内容、形式和效力等。 
 
1.4  民法典婚姻家庭篇 
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通过了《民法典》，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
施行。其中第五编“婚姻家庭”以原《婚姻法》、《收养法》为基础，在坚持婚姻自由、一夫一
妻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结合社会发展需要，修改完善了部分规定，并增加了新的规定。 
第五编第二章规定了结婚制度，并在原《婚姻法》的基础上，对有关规定作了完善： 
一是将受胁迫一方请求撤销婚姻的期间起算点由“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修改为“自胁迫行为终
止之日起”。 
二是不再将“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作为禁止结婚的情形，并相应增加规定一方
隐瞒重大疾病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 
三是增加规定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第五编第四章对离婚制度作出了规定，并在原《婚姻法》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完善： 
一是增加离婚冷静期制度。实践中，轻率离婚的现象增多，不利于婚姻家庭的稳定。为此，
规定了提交离婚登记申请后三十日的离婚冷静期，在此期间，任何一方可以向登记机关撤回
离婚申请。 
二是针对离婚诉讼中出现的“久调不判”问题，增加规定，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
又分居满一年，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 
三是关于离婚后子女的抚养，将原《婚姻法》规定的“哺乳期内的子女，以随哺乳的母亲抚
养为原则”修改为“不满两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以增强可操作性。 
四是将夫妻采用法定共同财产制的，纳入适用离婚经济补偿的范围，以加强对家庭负担较多
义务一方权益的保护。 
五是将“有其他重大过错”增加规定为离婚损害赔偿的适用情形。 
 
2、中国婚姻状况和国际对比 
2.1 结婚率、离婚率、离结比 
结婚率是指一年内结婚对数与当年平均人口数的比率。计算公式是：结婚率=（某年登记结



婚对数/当年平均人口数）×1000‰ 
离婚率有两种计算口径： 
第一种是一年内离婚对数与当年平均人口数的比率。计算公式是：离婚率=（某年离婚对数
/当年平均人口数）×1000‰； 
第二种是一年内离婚人数与当年平均人口数的比率。计算公式是：离婚率=（某年离婚人数
/当年平均人口数）×1000‰。 
这两种计算口径的分母相同，但分子不相同：第一种计算口径的分子是离婚对数，第二种计
算口径的分子是离婚人数。以“离婚人数”作分子计算的离婚率，比以“离婚对数”作分子的离
婚率高了一倍。本文的离婚率采用第一种计算口径，这也是国际通用的计算口径。 
离结比是指一年内的离婚对数除以结婚对数。 
下表是中国 2000-2020 年结婚率和离婚率： 
 



 
 
图 1：中国 2000-2020 年结婚率与离婚率（‰） 



 
 
可以看出，中国结婚率从 2000 年的 6.7‰上升到 2013 年的 9.9‰，随后逐年下降，2020 年
结婚率下降到 5.8‰；离婚率从 2000 年的 0.96‰上升到 2020 年的 3.1‰. 
下表是 2020 年各省份结婚率和离婚率： 
 



 

 
从上表可以看出，2020 年常住人口结婚率最高的地区是西藏，最低的是上海；离婚率最高
的地区是天津市，达到 4.93‰，最低的是西藏，只有 1.75‰。 
 
2.2 历年婚姻登记数据 
下表是中国 1985 年以来结婚对数和初婚人数。 
 



 
 
在结婚登记数据中，与出生人口更密切相关的数据是初婚人数，因为结婚登记人数中还包括
部分再婚的老年人，由于老年人已过了生育期，对出生人口没有什么影响。从上表可以看出，
我国初婚人数在 2013 年达到 2385.96 万人的峰值后持续下降，2020 年下降到 1228.6 万人，
比 2013 年下降 48.5%。2013 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为 1346.93 万对，2021 年结婚登记对数
为 763.6 万对，连续八年下降。 
 
图 2：中国 1985 年以来结婚登记情况 



 

图 3：2020 年结婚登记人口年龄分布情况 

 
 
从上图可以看出，在各年龄段中，25-29 岁的结婚人数最多，其次是 30-34 岁年龄段。 
 
2.3 结婚人数下降的原因 
2021 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为 763.6 万对，连续八年下降。这是继 2019 年跌破 1000 万对、
2020 年跌破 900 万对大关后，结婚登记对数跌破 800 万对大关。 
我国结婚登记人数近年来为何不断下降？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年轻人数量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 80 后（1980-1989 年出生人口，依此
类推）、90 后、00 后人口分别为 2.23 亿人、2.1 亿和 1.63 亿，整体呈不断下降趋势。 
其次是适婚人口男多女少。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40 岁男性人口比女
性多 1752 万人。 
第三是养育成本过高。虽然结婚的目的不仅仅是生孩子，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如果恋爱双方
没有能力养育孩子，就没有迫切的动力结婚。数据表明，一方面中国的初婚年龄最近几年不
断延后，另一方面同居率上升很快，而非婚生孩子还是非常少。另外，根据《中国生育成本
报告 2022 版》，中国 0-17 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几乎是世界最高的。这些数据表明，如果
我们有效降低生育成本，能够同时提高生育率和结婚率。 
第四是城市高房价和农村高彩礼。房子是结婚的首要条件，虽然有一部年轻人可以接受租房
结婚，但在大城市房租价格也高企，况且现在也有很多年轻人希望买房结婚。当前，我国部
分大城市的房价早已超出普通工薪阶层的经济承受能力，许多年轻人由于买不起房，只能选
择推迟结婚。在部分农村地区，天价彩礼导致很多年轻男青年结不起婚。并且，越是偏远、
经济不发达的地方，彩礼要得越高，让很多农村贫困家庭不堪重负。 
第五是社会竞争激烈，就业压力大。近年来，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压力越来越大，许多大
学毕业生选择“慢就业”。如果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结婚生育意愿自然会降低。 
第六，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年轻一代的婚姻观念已经发生改变。与父母辈相比，越来越多
的年轻人把单身视为一种正常的生活选择。“30 多岁了还没结婚”在年轻人中已经见怪不怪。
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女性的教育水平和经济独立程度的大幅提高，调查数据显示女性的结婚
意愿比男性更低。 
2021 年 10 月，共青团中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课题组发表调查报告《青年
婚恋意愿调查：面对婚姻，年轻人在忧虑什么？》，列出了年轻人在婚姻殿堂前徘徊的几大
原因：一是基于个体主义价值观，部分青年过于重视对个人价值感的追求；二是基于互联网
碎片化认知，部分青年对婚恋产生灾难化思维；三是源于现代生活时空挤压，部分青年对寻
找合意伴侣产生无力感；四是基于“宁缺毋滥”的择偶观，部分青年对婚姻匹配存在过高期待；
五是囿于婚育高成本，部分青年对婚姻风险采取理性规避的态度；六是基于“母职惩罚”，部
分女性对婚姻产生抗拒与犹疑。 
 
2.4 男性和女性初婚年龄的国际对比 
我国在 2010 年初婚平均年龄是男性 25.9 岁，女性 23.8 岁。根据原国家卫计委在 2017 年
进行的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中国女性的初婚平均年龄从 2006 年的 23.6 岁上升到
2016 年的 26.3 岁，10 年间上升了 2.7 岁。 
截止目前，民政部尚未公布 2021 年全国男性和女性的初婚平均年龄。不过，全国多地民政
部门已陆续公布了 2021 年婚姻登记数据，其中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初婚平均年龄普
遍推迟。下面是两个例子： 
例一，2021 年安徽省结婚登记平均年龄为 33.31 岁，初婚平均年龄分别为男 31.89 岁，女
30.73 岁。数据显示，2008 年以后安徽初婚年龄逐渐上升，从一开始的 26 岁左右到现在已
突破 30 岁。 
例二，2021 年湖北省襄阳市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 35.23 岁，女性为 33.96 岁，与 2016 年的
29.41 和 27.27 岁相比，5 年里推迟了近 5 岁。 
年轻人初婚平均年龄推迟，有以下几个原因：年轻人受教育年份的延长；高房价推高了结婚
成本；社会竞争激烈，就业压力大；婚姻观念的改变。 
初婚平均年龄推迟，并不是中国的独有现象，而是许多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根据经合组织
的数据，2019 年主要发达国家的平均初婚年龄如下表： 



 
 

 



 
 
从上表可见，2019 年日本平均初婚年龄为男性 31.2 岁，女性 29.6 岁；韩国为男性 33.4 岁，
女性 30.6 岁；美国为男性 29.8 岁，女性 28 岁；欧盟 27 国平均初婚年龄为男性 33.3 岁，女
性 30.7 岁。 
 
2.5 男性和女性未婚比例的国际对比 
我们根据 2010-2020 年的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整理出 2009-2019 年 20-39 岁女性的
未婚和已婚比例如下表： 
 



 
 
图 4：2009-2019 年中国 20-39 岁女性未婚和已婚 
（有配偶）的比例 

 

 
“大龄男性和女性”是指 30 岁以上的男性和女性。下表是中国 2019 年大龄男性和女性未婚比
例。 



 
 
从上表可以看出，30-49 岁各年龄段的男性未婚比例均高于女性。 
下表是部分发达国家 30-34 岁男性和女性未婚比例的对比： 
 

 
 
从上表可以看出，中国的大龄男性和女性未婚比例低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 
从医学上来说，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在 20-30 岁之间， 35 岁以上的女性生孩子就属于高龄
产妇，不孕率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急剧上升。医学数据显示：15-34 岁女性的不孕率约为 7.3%-
9.1%，而 35-39 岁女性的不孕率直升至 25%，40-44 岁女性则高达 30%。因此，初婚年龄推
迟的一个直接后果是生育率下降。 
 
3、性别比失衡对中国婚姻家庭的影响 
3.1 总人口性别比与出生性别比的区别 
“人口性别比”又称为“总人口性别比”，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某一时期中，每 100 名女
性人口相对应的男性人口。例如，一个国家的人口性别比为 106，是指这个国家的男性人口
与女性人口之比为 106：100。“出生性别比”又称为“出生婴儿性别比”或“出生人口性别比”，
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某一时期出生人口中男婴与女婴的比例，即每 100 个女婴相对应
的男婴人数。人口研究特别关注出生性别比，因为它决定着未来分年龄性别比以及总人口性
别比。 
在没有人为因素干扰的情况下，性别比的变化趋势是经常保持在 95~106 的范围之内。随着
年龄的递增，性别比经历下列变化： 



出生婴儿性别比：正常范围一般是在 103~107 之间波动。 
青壮年性别比：由于男孩的死亡率高于女孩，随着时间的推移，到结婚年龄时，男性与女性
的性别比开始接近 100。 
老年性别比：由于女性比男性长寿，因此，在 65 岁以上的人口中，女性人口多于男性人口，
性别比低于 100。 
可见，人口的性别比存在着依年龄组的递增而降低的变动趋势，这个变动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0~14 岁，为男性人口多于女性人口阶段；第二阶段 15~64 岁，为男性人口大致等
于女性人口阶段；第三阶段 65 岁以上，为女性人口多于男性人口阶段。 
 
3.2  1980 年代以来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演变和原因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就伴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而迅速攀升。
1982 年出生婴儿性别比是 107.2；1990 年出生婴儿性别比是 111.3；到 2000 年已经高达
116.9，2010 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出生性别比为 118，远远偏离 103－107 的正常范围。
从 1984 年以来，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失衡长达 30 多年，成为世界上出生性别比失衡最为严
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 
那么，中国的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衡为何会演变到如此严重的程度呢？1984 年中国出生人口
性别比达到 108.32，已经超出正常值，但这个问题当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1990 年
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出生婴儿性别比是 111.3，引起人口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在 1990 年
代上半叶，国内的人口学家大多认为主要原因是瞒报女婴形成的。国家计生委在《关于防止
出生婴儿性别比升高的意见》（1994 年 3 月）中说：“一些专家和有关部门认为，80 年代以
来出生婴儿性别比的统计数字偏高的主要原因是瞒报、漏报出生女婴，在高出正常值的统计
数字中大约有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是瞒报、漏报女婴引起的。”从而把严重的出生人口性别
比失衡看成是统计不实。因此，当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遏制性别比偏高。到了 1990 年代末，
面对越来越严重的性别比失衡现象，国内的人口学家不得不承认：自 1980 年代以来的出生
人口性别比偏高，且在逐渐升高是中国已经存在的客观事实；性别比失衡是多因素综合作用
的结果，产前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流产为主因。 
 
3.3 性别比失衡导致农村光棍急剧增加等负面影响 
性别比失调的直接后果就是带来婚姻的不匹配。2020 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人口中，
男性比女性多 3490 万人。其中，20—40 岁适婚年龄男性比女性多 1752 万人。 
育龄女性在社会人口中比例的萎缩，必然会导致人口再生产能力的降低。此外，更主要的影
响还在于社会生活方面。首先是适婚年龄段男多女少，会导致大量男青年找不到对象，尤其
是导致农村男光棍急剧增加，也是天价彩礼的重要推手。男多女少，会对一夫一妻的婚姻家
庭制度会形成强大的冲击，婚外恋、第三者插足将增多，离婚率将持续上升。其次是引发更
多社会问题。大龄未婚男子越来越多，会导致骗婚、买卖婚姻、性犯罪现象的增加。缺少和
谐婚姻的青年男性，会有更强的暴力倾向。 
 
3.4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与城市大龄未婚女性 
传统的婚配观念，一般倾向于“男高女低”的梯度婚配模式，如果按婚姻条件的高低把男性分
为甲、乙、丙、丁 4 个等级，女性也分为甲、乙、丙、丁 4 个等级；那么一般是甲男和乙女
结婚，乙男和丙女结婚，丙男和丁女结婚，而剩下的甲女和丁男就会找不到对象了。 
所以，现在大城市有很多甲女是大龄未婚女性，而农村则有很多丁男是大龄未婚男性。这也
是我国近年来结婚率不断下降的原因之一。 
近年来，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男性。例如，根据 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34 岁人口中，本科和研究生学历共有 5894 万人，其中男
性有 2788 万人，占 47.3%；女性有 3106 万人，占 52.7%。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婚配条件
中仍然坚持“男高女低”，势必会导致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找不到合适的对象。 
要提高结婚率，除了要创造更多条件帮助单身男女“脱单”，社会舆论也需要改变婚配条件一
定要“男高女低”的传统观念，既需要提倡男女平等，也需要包容婚配条件“女高男低”的家庭。
在这些家庭中，男方要多做家务，并在育儿方面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 
 
3.5 近年来随着生育政策的放宽，出生性别比下降 
近几年，随着生育政策的逐渐放宽，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呈下降趋势。2013 年中国的出生性
别比为 117.6，2014 年是单独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一年，出生性别比降到 115.88，2015 年继
续降到 113.51；2016 年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一年，出生性别比降到 112.88，2017 年继
续降到 111.9。2020 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当年的出生性别比下降到 111.3。 
可见，近几十年中国的出生性别比，随着生育政策的收紧而逐渐升高，然后又随着生育政策
的放宽而逐渐下降。可以预期，随着中国的生育政策从限制生育转变为鼓励生育，出生性别
比将会继续下降，直至恢复到正常值。 
 
4、非传统家庭 
4.1 家庭规模日益小型化 
建国以来我国家庭规模的总趋势是不断缩小。下面是历次人口普查的中国家庭规模： 
1953 年“一人普”时为 4.30 人； 
1964 年“二人普”为 4.29 人； 
1982 年“三人普”为 4.41 人； 
1990 年“四人普”为 3.96 人； 
2000 年“五人普”为 3.44 人； 
2010 年“六人普”为 3.10 人； 
2020 年“七人普”时只有 2.62 人。 
家庭户规模小型化，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因为生育率下降，家庭生育子女数量减少。
二是因为结婚率下降，“单人户”数量日益增长；三是因为住房条件改善，很多年轻人婚后不
再与父母同住，而是搬出去独立居住；四是人口流动日趋频繁，使原本居于一户的家庭成员
分散多处。 
在家庭规模小型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单亲家庭、单身家庭、独生子女家庭和独居老人
家庭。 
下表是根据经合组织数据列出的 2015 年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家庭规模： 
 
 



         



 
 
从上表可以看出，经合组织国家平均家庭规模为 2.46，而瑞典的家庭规模最小，仅有 1.8 人。 
可见，家庭规模小型化几乎是所有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其中一个原因，是发达国家出现了
许多非传统的家庭，包括单亲家庭和单身家庭。 
 
4.2 单亲家庭 
单亲家庭是指孩子仅由一位母亲或一位父亲所抚养的家庭。单亲家庭的类型，有丧偶式、离
婚式、未婚生育式等几种。在现代社会，离婚率较高是造成单亲家庭数量增加的主要原因。 
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2011 年欧盟国家各类型家庭的所占比例平均为：有配偶的家庭占比
为 52.62%，其中 25.82%的家庭有孩子，其余 26.8%的家庭没有孩子；单亲家庭占比为 6.81%，
其中 5.6%是单亲母亲家庭，其余 1.21%是单亲父亲家庭；单身家庭占比为 30.68%，其他类型
家庭占比为 9.89%。 
下表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春泥根据历次 CFP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计算的 18 岁以下
未成年受访者居住在各类家庭中的百分比： 

 
 
4.3 未婚同居 
中国有关未婚同居的法律规定如下：一是没有配偶的男女，未进行结婚登记，以夫妻名义同
居生活，群众也认为双方是夫妻关系，且在 1994 年 2 月 1 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
公布实施前，已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二是 1994 年 2 月 1 日民政部《婚
姻登记管理条例》实施以后，男女双方未婚同居不再认定为事实婚姻，不受法律保护，一旦
发生纠纷，则法律不会像保护正常结婚的夫妻一样保护未婚同居者的权益。2021 年生效的
《民法典》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结婚登记。符合本法
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完成结婚登记，即确立婚姻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
当补办登记。” 
中国的未婚同居率不断上升。根据 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出生队列为 1980-1984
年男性的未婚同居率为 30.33%，女性为 26.79%；出生队列为 1985-1989 年男性的未婚同居
率为 37.99%，女性为 33.13%。 
但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未婚同居率仍然较低。以美国为例，出生队列为 1980-1984 年
男性的婚前同居率为 69.7%，女性为 64.6%。 
西方一些国家较高的未婚同居率，与其法律规定、社会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特别是在一些
北欧国家，同居伴侣被允许以注册“民事结合”的方式获得法律地位。无论结婚与否，共同居
住的伴侣在税收、居留、生育子女的权利和福利等方面并不会有太大区别。 



瑞典处理未婚同居关系的法律是 2003 年出台的《同居法》，与专门调整狭义婚姻关系的《婚
姻法》并立。如果未婚同居伴侣间愿意更进一步，当然可以建立婚姻关系，此时同居协议将
被婚姻法规则所取代。 
未婚同居关系和婚姻关系的区别是：未婚同居的任何一方可以随时解除同居关系，财产分割
也简单得多。而婚姻关系的解除，需双方同意或法院判决离婚，并且财产平分。 
根据经合组织数据，2011年瑞典20-34岁年轻人中，与伴侣共同居住的年轻人占比为46.98%，
其中以婚姻形式或注册伴侣形式共同居住的年轻人仅占 17.57%，其余 29.41%是以未婚同居
形式共同居住。 
 
4.4 非婚生育 
非婚生子女，是指没有合法婚姻关系的男女所生的子女。世界各国中，非婚生子占新生儿比
例差别很大。下表是经合组织列出的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 2018 年非婚生子占新生儿比例： 
 



 
 
从上表可以看出，上述国家中，非婚生子比例最高的是智利，高达 73.7%，也就是平均每出
生 100 个婴儿，就有 73.7 个婴儿是非婚生的。欧盟国家非婚生子比例平均是 41.3%，经合组
织成员国非婚生子比例平均是 40.7%。法国的非婚生子比例是 60.4%，远高于欧盟国家平均比



例。美国非婚生子比例是 39.6%，略低于欧盟国家和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比例。日本和韩国
的非婚生子比例最低，分别仅有 2.3%和 2.2%。 
近几十年来，无论是西欧国家还是东亚国家，结婚率都在下降。例如，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
从 1995 年到 2019 年，法国的结婚率从 4.4‰下降到 3.5‰，日本的结婚率从 6.4‰下降到
4.8‰，韩国的结婚率从 8.7‰下降到 4.7‰。虽然 2019 年日本和韩国的结婚率比法国稍高
一些，但生育率却更低。这是因为日本和韩国的非婚生子比例远远低于法国。 
法国政府为了鼓励生育，在社会福利层面，不管是婚生还是非婚生，生育都能得到同样的家
庭补助，生育的孩子越多，补助也越多。在财产继承方面，法国民法典规定婚生与非婚生子
女享有完全同等的权利。瑞典法律也规定，在生育子女方面，同居双方都是孩子的合法父母。
婚生和非婚生子女在入学、户籍等方面享受的待遇不会有任何差别。 
对非婚生育子女与婚内生育子女一视同仁，也是法国和瑞典生育率较高的原因之一。近年来
法国和瑞典的生育率在欧洲国家中居于前列。相比之下，东亚国家的社会舆论对于非婚生育
问题没有西欧国家这么宽容，日本和韩国非婚生子女占新生儿比例很低，这也是日本和韩国
生育率远低于法国等西欧国家的原因之一。2019 年，日本和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 1.36
和 0.92。 
我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一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组织或
者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但就现实来说，我国的一些非婚生子女长期游走在社会边缘，
面临入户难、上学难等问题。 
根据 2016 年 CFPS 数据，中国的婚前生育和未婚生育（生育后始终未婚）的占比呈上升趋
势，其中，出生队列为 1970-1979 年的人口婚前生育占比为 5.9%，未婚生育占比为 0.3%；
出生队列为 1980-1989 年的人口婚前生育占比为 6.1%，未婚生育占比为 1.2%。 
 
5、政策建议 
5.1 增加大城市住宅土地供应，给予有孩家庭购房补贴 
高房价是阻碍年轻人结婚生育的一大“拦路虎”。中国大城市生活成本高主要因为是房价高，
其他如衣食住行，大城市并不比小城市贵很多，教育成本如果是公立教育，也不会贵很多。
所以大城市里，养育的高成本主要体现在房价上。这是大城市的生育率要低于小城市重要原
因之一。根据七普数据，2020 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 1.3，其中上海和北京的总和生育率分别
仅有 0.74 和 0.87，而山东、河南、江西等省份的总和生育率在 1.4 左右。 
要减轻年轻人结婚生育的负担，需要给予有孩家庭购房补贴。具体方式可以通过按揭利息返
还或房价打折进行补贴。比如说返还二孩家庭的房贷利息的 50%，对于三孩家庭的房贷利息
可全部补贴返还。或者在高房价的地区，可实施一孩房价九折，二孩房价七折，三孩房价五
折的政策（不超过一个封顶补贴的上限）。这部分补贴的成本可以通过增加人口流入地区和
大城市的住房土地供应来覆盖。 
 
5.2 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生育成本过高是导致低生育率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根据《中国生育成本报告 2022 版》，中国
0-17 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相当于人均 GDP 的 6.9 倍，几乎是世界最高的。 
根据 OECD 的数据，2017 年部分发达国家现金补贴家庭福利的金额占 GDP 的比重如下：英
国 2.12%，法国 1.42%，瑞典 1.24%，日本 0.65%，韩国 0.15%，可以看出，欧洲国家现金补贴
家庭福利的金额占 GDP 的比重远高于日韩，这也是欧洲国家生育率普遍高于日韩的原因之
一。 
由于不同地区和人群之间存在很大的收入差距，我们建议个人所得税减免和现金补贴的方式
并重，对高收入家庭通过孩子人头抵税的方式减免个人所得税。由于收入较低者不需要缴纳



个人所得税，所以减免税收不适用于低收入家庭，对于这些家庭，可直接发放现金补贴。 
 
5.3 对《民法典》有关收养条款的修改建议 
根据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我国的收养登记数量已经连续多年呈现负增长，内地居民的收养数
量从 2005 年的 3.8 万人下降到 2020 年的 1.1 万人。通过孤儿院领养远远满足不了现实的收
养需求，而且鉴于严苛的送养收养法律条款，真正能在民政部门办成合法收养手续的“民间
收养”数量较少，于是没有办理民政登记的“民间收养”大量存在。这些民间收养的小孩因不符
合现在收养条件上不了户口而处于“黑户”状态，给其入学、生活及以后的就业都带来很多不
便。为此，建议修改《民法典》的以下有关收养条款。 
《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三条规定：“下列未成年人，可以被收养：(一)丧失父母的孤儿;(二)
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三)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 
这一规定导致生父母有经济能力可以抚养，但是没有意愿抚养并且虐待子女的那些未成年人
并不属于可以被收养的范围，因此建议增加一项可以被收养的情况：“（四）被父母虐待和
家暴的子女，经所在社区、居委会或村委会建议可被收养。” 
《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八条规定：“收养人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一)无子女或者只有一
名子女；(二)有抚养、教育和保护被收养人的能力；(三)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
的疾病；(四)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五)年满三十周岁。” 
该条款对收养人的限制条件较为苛刻，建议删除“(一)无子女或者只有一名子女”这一条款。
另外，建议把收养人需“年满三十周岁”改为“年满二十五周岁”。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条规定：“无子女的收养人可以收养两名子女；有子女的收养人只能
收养一名子女。” 
建议该款修改为：“收养人可以收养多名子女，但应证明收养人具备抚养和教育多名子女的
经济能力、健康情况及家庭意愿等，并且个人信用良好。” 
另外，福利机构送养儿童只能按成本核算收取相应的养育费，不可变相以“接受捐赠”的名义
贩卖儿童。送养之前应先在网上进行公示，中国公民有优先收养权。 
 
5.4 法定婚龄降到 18 岁 
法定婚龄，是指法律允许结婚的最低年龄。中国古代男女的法定婚龄，春秋战国时代为男二
十岁、女十五岁，到汉唐又降为男十五岁、女十三岁，至明清又稍提高至男十六岁、女十四
岁。 
当今世界主要国家的法定婚龄如下表所示： 
 



 
 
有一点需要注意，上表列出的法定婚龄，有个别特殊情况。例如，日本男子 18 岁、女子 16
岁经父母同意可以结婚，如果男子和女子到了 20 岁，则不需要经过父母同意也可以结婚。
又如，德国、西班牙法定婚龄一般是男女均为 18 岁，但如果经过法院同意，16 岁也可以结
婚。 
从上表可以看出，当今世界主流的法定婚龄是男女均为 18 岁。 
1950 年《婚姻法》规定，法定婚龄为男 20 岁、女 18 岁。1980 年修订新《婚姻法》时，出
于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的考虑，把法定婚龄提高到男 22 岁、女 20 岁。中国现行的法定婚
龄是世界最高的。 
法定婚龄降到 18 周岁有利于保障公民权利。自由结婚实际上是每一位公民的基本权利，当
他们达到法律规定的成年人年龄时，法律便承认了他们可以完全承担民事行为的能力，可以
自由行驶自己的完全行为权利。 
法定婚龄降到 18 岁也有利于社会和谐。一般来说，女子 14 岁、男子 16 岁左右就已发育成
熟，开始具有生育能力。中国男女青少年从性成熟到法定结婚年龄之间的时间长达 6 年之
久，容易造成一些社会问题。现在农村有一些十八、十九岁的青年男女谈恋爱之后想结婚，
但由于达不到法定婚龄，领不到结婚证，他们就在不领证的情况下“非法同居”，虽然是事实
婚姻，但法律不承认不保护这种婚姻，这无疑隐藏了诸多社会隐患。因此，降低法定婚龄，
有利于保护普遍存在低龄事实婚姻一族的合法权益，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我国 1980 年修订的《婚姻法》将法定婚龄提高到现行的男 22 岁、女 20 岁，主要是出于推
行“一胎化”政策控制人口增长的考虑。如今，我国的生育政策已经转向鼓励生育，有必要降



低不合时宜的、过高的法定婚龄。 
我国法律规定 18 岁的公民已经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了，结婚也属于一种民事
行为。如果一个人还达不到法定婚龄，这意味着还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因此，法定婚
龄统一到 18 岁，是对法律体系逻辑统一的尊重。 
 
5.5 保障单身女性生育权 
虽然我国在法律层面上并不禁止单身女性生育，但是某些部门的文件规定却在事实上侵犯了
单身女性的生育权。基于生理原因，单身女性如果想独立生育就需要使用人工辅助生殖技术。
但是原卫生部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规范》（卫科教发〔2003〕176 号）中规定：“禁止给不
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此规
定从实际操作中造成了单身女性无法使用精子库、冻卵等人工辅助生殖相关技术方法行使自
己的生育权。 
中国不允许单身女性冻卵和做试管婴儿的政策，其实可归咎于过去限制生育政策的残留的惯
性。但是现在中国的生育政策已经从限制生育转向鼓励生育。现在有些单身女性愿意用自己
的金钱和时间去尝试生小孩，其实有利于提高生育率，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不应该禁止。 
 
5.6 启动中国《同居法》的立法可行性研究 
在目前中国，法律只保护合法的婚姻同居关系，而未婚同居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所以未婚男
女在结束未婚同居后常常引发很多纠纷。建议中国的立法部门借鉴瑞典的《同居法》，结合
中国具体国情，启动中国《同居法》的立法可行性研究，或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篇增加有关未
婚同居的法律条款。 
瑞典在 2003 年出台《同居法》，同居关系与婚姻关系的区别是：如果两人结束了同居关系，
需要分的财产只是两人共同的常住居所和里面的家具家电；而如果两人结束了婚姻关系，瑞
典婚姻法对共同财产的分割采取均分规则，伴侣双方各获得共同财产的一半。 
在生育子女方面，同居双方都是孩子的合法父母。婚生和非婚生子女在入学、户籍等方面享
受的待遇不会有任何差别。 
根据经合组织数据，2011年瑞典20-34岁年轻人中，与伴侣共同居住的年轻人占比为46.98%，
其中以婚姻形式或注册伴侣形式共同居住的年轻人仅占 17.57%，其余 29.41%是以未婚同居
形式共同居住。 
 
6、结论 
从 2013 年到 2020 年，仅仅七年时间，我国初婚人数就减少了将近一半，预示着出生人口
和生育率进一步下降的趋势。我国出生人口从 2017 年到 2021 年已经是连续五年下降，总
和生育率从 2017 年的 1.58 下降到 2021 年的 1.15。2021 年只出生了 1062 万人口，近几年
初婚人数的直线下降预示着未来的新出生人口还会迅速下降。因为，初婚人数 2020 年比
2013 年下降了将近一半。如果按照初婚和生育大约有一年到三年的延迟来估算，未来几年
出生人数很可能比去年的 1062 万还要少很多。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21》的数据，按每五岁分组的人口数来看，2020 年 30-34 岁人口有
12415 万人，25-29 岁人口有 9185 万人，20-24 岁人口有 7494 万人。由于步入婚龄人口数
量呈不断下降趋势，可以预计，未来几年我国的初婚人数仍然会继续下降。 
超低生育率以及年轻人口的迅速萎缩，已成为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要提升生育率，政
府部门需出台相关政策措施鼓励年轻人结婚生育，积极出台相关政策降低年轻人的结婚生育
成本。此外，社会各方也需要引导年轻人树立积极的恋爱观、婚姻观，促进现代家庭观念的
健康成长，共同关心适婚人群的婚姻问题，积极创造有利条件，帮助更多的单身青年走进婚



姻、建立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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